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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咸之交，葡萄牙老闸船船员和广艇船员相继会聚宁波，并以宁波港为中心，深度参与护航、劫掠等
事业。两股竞争性势力崛起，导致浙江海上权力格局发生转变。稍后，在居住格局、现实利益和族群想象等因

素交织下，两股势力逐渐完成人员重组，形成以 “广东人”和 “葡萄牙人”为标识的对抗性船帮关系，致使

宁波沿海地区暴力冲突频发。１８５４年春夏后，英美两国领事开始主动介入双方冲突，广艇也有意识提升成员和
装备的西化程度，为冲突注入鲜明的国际因素，使得冲突演化更趋复杂。一方面，双方冲突演化深受英美法在

华势力的制约，体现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作；另一方面，英美驻宁波领事官员则逐渐摸索出一套退出机制，以

维持宁波白人居住地免受冲突波及，也展现早期条约制度在地方实践中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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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１８６０年是清朝外交体制的过渡时期，也是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建立的条约口岸体制在通商口岸
实践中逐渐确立的关键阶段。在华洋杂处的情境下，各类中外暴力冲突频发，给通商口岸社会带来诸多不

安定因素。不过，早期不平等条约内容主要集中于商务，对司法问题多有忽略，领事裁判权等条款措辞多

充满概括性和模糊性，给外国领事官员和中国地方官员就冲突事件的处理留下因时、因势、因地的权变空

间。目前，海内外学界对条约制度在通商口岸早期实践中引发的中外暴力冲突，主要集中于海上劫掠和涉

外案件两个议题。前者聚焦于华南和闽南近海劫掠活动的兴衰及中英外交互动，梳理两国防制海上劫掠的

因应措施，进而尝试构建一套中英合作模式，但未意识到该模式的局限性和适用性①；后者则旨在通过涉

外案件交涉来探讨领事裁判权落地过程中清代法律体系与欧洲主导的国际法体系之间的碰撞，但对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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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机制着墨不多。① 此外，另有部分研究关注鸦片战争前后东南沿海的海上劫掠群体。这些研究或从宏观

层面考察其社会背景、组织结构、犯罪活动及其与清政府的互动，或从微观层面分析广艇势力的崛起及其在

护航和围剿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②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往往将该群体视为游离于清朝统治之外的武装力

量，但对暴力冲突的具体形式及其影响探讨较为有限，尤其缺乏对中外海上劫掠群体之间冲突的深入探讨。

上述研究对整体上理解早期通商口岸暴力产生的土壤和中外暴力冲突的形式不无裨益，但仍有巨大的拓

展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倾向用种族、国界、文化等本质主义的概念去解释冲突，而忽略地方互动情境

对冲突演化的重要推动作用。社会学家柯林斯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的研究强调，暴力冲突存在诸多变量，很难
作本质化的定性，故需从特定的暴力情境中去理解暴力产生的原因和运作逻辑。③ 五口通商早期，中国地方官

员和外国领事官员均未收到明确指示如何处理条约外的纠纷，导致各口岸的中外互动因缺乏指导和先例而极

具地方色彩。此种地方因素不应被忽略。另一方面，１９世纪中期恰逢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又属国际贸易和全
球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张的年代，通商口岸为中外冒险家提供谋求财富的机会。这些人士背景各异，大多是非

条约国国民、身份不明的外国水手以及来自广东的海上劫掠者。他们往往是中外暴力冲突的主体，且其冲突

自始至终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英美法三个条约国的治外法权形成复杂缠绕。此种纠缠的复杂性也应被

注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以宁波沿海地区为中心，探讨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广艇船员和葡萄牙老闸船船员群
体间的武装冲突。④ 本文尤其关注全球和地方微观互动中的冲突起因、机制和影响。为什么道咸之际广艇和葡

萄牙老闸船船员群体会同时会聚宁波，并引发持续竞争和冲突？哪些因素决定了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走向、

频率和烈度？冲突升级是否潜藏某种关键的隐微机制，主要列强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都是本文致

力于回答的问题。为更好还原两股势力冲突演化的脉络，本文主要依托英国外交部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交档

案、传教士家庭档案、清代奏折档案、亲历者日记和英文报纸等即时性材料，以期从具体而微的互动情境中

揭示早期条约制度在通商口岸实践中的复杂历史面貌。

一、葡萄牙老闸船与广艇两股势力相继会聚宁波

自开埠后，宁波逐渐形成华洋混居的格局，为地方社会演化增添新因素。然而，１９ 世纪中叶的中外记

录，向读者展现一个刻板印象：宁波外国人社区集中在江北岸狭长的沿江地带，由十几名传教士、英美商人

和领事构成，中外居民之间被稻田、墓地和沟渠区隔，双方有着不可逾越的隔阂。⑤ 此类中外之防的叙述，主

要源于对 “外国人社区”的偏狭理解。《中国丛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每年元旦都会列出通商口岸外国
人名单，但名单仅限于在领事馆登记注册的外国居民，并未包括大量临时往来各港口的水手、士兵、逃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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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商口岸早期涉外案件的研究，“外国人”多指条约国国民，但对非条约国国民以及身份不明但自称是条约国

国民的外国人问题则语焉不详。参见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屈文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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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对英美两国领事而言，只有商人、传教士等所谓体面人士才被纳入 “外国人社区”，其余来历不明的

外国人均被排除在外。①

对宁波官员而言，承认中外纠纷的频繁发生，相当于暴露自己处理对外交涉的无能，故无意将流动的

外国人群体引发的麻烦上报，遮蔽了宁波中外互动的真实样态。在 １８６０ 年之前，宁波官员在汇报控驭西
人的情况时，往往倾向于格套化地陈述西人行为受到约束，既无擅入衙署，也未携妇人登岸闲游。即便是

有限的中外交往，也多被描述为礼节性拜访。② 总体而言，在宁波开埠后的十余年中，清廷中枢对宁波中外

交往的印象多是 “夷情……安静”。③ 事实并非如此。长期在宁波任职，历任鄞县知县、宁波知府和宁绍台道

的段光清，在晚年所撰年谱中屡言宁波 “夷务”纷繁，揭示开埠后宁波中外互动程度之深显非官方文书所能

体现。④

格套化的文书容易使我们忽略宁波港口中外人员的流动，而这些高度流动的人员正是宁波沿海地区中外

互动、竞争和冲突的主要参与者。据芬兰经济史家研究，１９世纪上半叶，受全球贸易航线扩张带来的经济利
益和就业机会驱动，芬兰商船水手的逃亡率呈显著上升趋势，由 １９世纪初的约 ３％攀升至 ５０年代初的 １５％。⑤

全球性冒险家流动的现象在宁波同样突出。除英美法三个条约国的外交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外，频繁往来宁

波的还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典人、撒丁岛人、托斯卡纳人、普鲁士人和智利人等群体。这些

人均来自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大多生活在目无法纪的状态中，许多人犯下各种罪行，却完全不受法律

制裁”⑥。道咸之交，宁波港口主要聚集了两股势力：一股是葡萄牙老闸船船员群体，另一股是广艇船员群

体。两个群体成员均以护航和海上劫掠为生，彼此间构成互相竞争关系。以下将分叙两个群体聚集宁波的缘

由和过程。

（一）葡萄牙老闸船船员群体与宁波护航事业的开启

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澳门的商贸地位迅速下降，许多澳门土生葡人被迫前往香港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但多数只能谋到文员和商业助理等低薪职位。⑦ 若不愿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海洋便成为土生葡人的替代性选

择。鸦片战争后，华南海域海盗活动猖獗，为澳门老闸船 （Ｌｏｒｃｈａ）船主和船员提供全新机会。老闸船是一
种在澳门设计和制造的快速帆船，船身多由柚木和樟木制成，载重通常在 ５０至 １５０吨之间。这种船结合了西
式船体和中式硬帆，速度快、吃水浅、适航性较强。它们原多用作往来香港和南海各港口间的货船，但在鸦

片战争后被用于护航事业。据统计，１８４７年，澳门老闸船仅有 １２艘，但到 １８５５年数量已猛增到 １８０艘。⑧

鸦片战争后，水师废弛、浙洋空虚的局面为老闸船赴甬护航提供了契机。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间，宁波与福州
间海域的海盗活动愈来愈多，宁波商船被迫一面结成 １５０—２００艘船只的大帮联合行动，一面寻求浙江水师护
航。不过，尽管宁波商人每次支付高达 １万元的护航费用，船队仍屡遭海盗侵扰，官方护航效果不佳。受此
影响，１８４６年宁波进出口贸易额仅及上年三分之一。⑨ １８４７ 年，通过英国驻宁波领事索理汪 （Ｇｅｏ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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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居中联络，宁绍台道麟桂正式批准外国民船到宁波护航。① 同年 １１月底，一艘葡萄牙老闸船和一艘
英国纵帆船分别从泉州和厦门护送 １５０艘商船顺利抵达宁波，护航费用共计 ５０００元。一年后，宁波甬江内已
至少有 １３艘老闸船从事护航事业，几乎垄断宁波与南方口岸之间的护航业务。② 此外，１８４８年春渔汛期间，
浙江水师因畏惧宁波港外海盗，拒绝出海护航，导致大量渔船滞留在镇海无法出海。迁延一月后，在近万名

渔民的暴力威胁下，浙江水师提督善禄被迫授权葡萄牙老闸船为渔船提供护航服务。③ 自此，近海渔船的护航

业务也落入老闸船之手。

整体而言，早期到甬的老闸船船员主要由澳门土生葡人和广东水手构成，前者占主导地位，后者多为船

上杂役，双方人数大致各占一半。然而，土生葡人主要来自假释犯、逃兵、水手等边缘群体，常被宁波白人

侨民鄙视。在白人侨民眼中，该群体虽然法律上是葡萄牙臣民，但实际上是 “无法无天的葡萄牙冒险家和黑

人奴隶、中国人的后裔”，故贬斥性地将其称作 “罗査人”（Ｌｏｒｃｈａｍａｎ）。④ 此外，也有少数来自葡萄牙殖民
地果阿以及马来群岛、菲律宾、关岛等地的海上居民。他们身份来源模糊，常被泛称为 “马尼拉人”，通常

也被视作葡萄牙人。⑤ 该群体均属赤贫阶层，在通商口岸间游荡，乐于通过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寻求赚钱

机会。

此外，葡萄牙老闸船能迅速在宁波护航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亦与英国政府对护航的消极政策相关。护

航事业刚开始，索理汪就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潜在风险。他认为，英国民船为中国船只护航缺乏法律依据，

并指出护航事业最危险之处在于英国人很难区分海盗船和渔船，这可能会大大增加中英两国冲突的风险。⑥

最终，香港殖民地律政司司长史他令 （Ｐａｕｌ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作出决定性司法意见。他指出，如果英国臣民能得到中
国地方政府的授权或默许，并且护航活动严格限制在打击海盗的范围内，那么从事护航便不构成违法。然而，

他又要求领事官员不要为护航提供任何支持，包括不支持英国商人向中国官员提出护航申请。⑦ 这种消极政策

无疑严重打击了英国商人参与护航的积极性。

因此，葡萄牙人迅速垄断了护航事业，并建立了一套以宁波港为中心的护航体系，涵盖南北洋贸易护航

和渔船护航。老闸船最主要的护航对象是往来宁波和福州间贸易路线的商船。此外，当山东帆船驶至吴淞口

外时，老闸船也会将其护送到宁波港。浙江省内的沿海贸易，例如宁波到温州、台州等地的航线，也多依靠

老闸船护航。⑧ 同时，每年春夏渔汛期间，金塘山、沈家门等宁波主要渔场聚集了数万艘大小渔船，老闸船也

为其提供护航服务。⑨

除护航业务外，这些不速之客也因利而动，开始卷入宁波沿海的各类纠纷。１８４８年夏，定海的天主教徒
因一处庙产所有权与村民发生冲突，两名天主教徒被地方官收监。天主教传教士顾方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与
宁绍台道交涉无果后，私自雇佣一艘老闸船攻击该村，为教徒报仇。⑩ 与此同时，宁波官员也雇佣一些老闸

船船员为己所用，浙江水师更是出高价雇佣 １０艘老闸船，对渔山海盗进行清剿。瑏瑡 宁波官方雇佣老闸船的方
式与西方国家的私掠委托颇为相似，受雇老闸船可以分得捕获海盗船的一半赃物和全部武器弹药。此外，自

１８４９年开始，许多老闸船打破仅在护航时进出宁波港的惯例，选择无视海关官员，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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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强行进出宁波港。①

咸丰初年，葡萄牙老闸船对宁波沿海秩序的破坏已经明显超过其护航功能。以宁波港为中心，大约 ５０艘
老闸船从事护航事业和各种沿海非法活动。１８５１年 ３月，《北华捷报》（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首次披露老
闸船从 “护航者”蜕化成 “海盗”的现象。报道指出，老闸船凭借船坚炮利，已取代水师成为浙洋的主宰

者。一艘由台湾驶入石浦洋面的米船即被老闸船拦截，遭诬指为海盗船。商人再三申诉无果，最终被迫缴纳

１０００元保证金才获准放行。为凑齐赎金，该商人被迫低价变卖货物，损失达到 ２０００元。除此之外，许多宁波
商人也开始向地方官员抱怨葡萄牙人强迫他们购买护航服务的行为。②

为解决葡萄牙老闸船的不法问题，宁绍台道通过英国领事中转，邀请澳门总督向宁波派驻领事，以约束

老闸船船员。１８５２年夏，葡萄牙驻宁波领事马奎斯 （Ｊ Ｆ Ｍａｒｑｕｅｓ）正式到任。然而，新领事的到来不仅未能
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新的风险。葡萄牙因国势较弱，无法维持领事人员工资开支，故允许领事从事商业活

动，并从商业活动中提取分成作为补充。基于此规定，马奎斯可以从葡萄牙老闸船的护航收入中提取 ４％的分
成。③ 此外，所有在华葡萄牙领事，均未被赋予司法审判权力，对于疑犯 “只能选择无罪释放，或将其送到

约 １０００英里外的澳门接受审判和惩罚”。④ 质言之，马奎斯虽有领事之名，但实际上更接近商业代理人的角
色。有限的权力和谋利的动机，使马奎斯迅速与宁波的葡萄牙人合流，对他们的各种非法行为视而不见。

（二）广艇新势力崛起与浙江海上权力格局的转变

１８５１年 ８月初，一大股广艇船队突然驶入宁波石浦洋面，并以此为基地，迅速成为浙江沿海的重要海上
势力。这支广艇船队的成员主要来自广州府属香山、新会等县，与此前浙洋以闽浙籍贯为主的土盗不同，是

近 ５０年来出现在浙洋的最强海上劫掠集团。广艇船身由铁力木造就，坚固程度远胜浙江水师的福船，而其下
窄上宽的船形、巨大的扇形船帆和涂有绿漆的船身也格外引人注目，浙江 “滨海民以绿壳呼之”。⑤ 凭借船坚

炮利，这支广艇船队在南北洋横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⑥ 尽管咸丰帝一再严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五省水师联合进剿，但效果甚微。在奏折中，浙江巡抚等沿海疆臣试图向咸丰表明，督抚间和衷共济、不

分畛域，但围剿艇匪的行动常因风向不利而出现意外，导致广艇得以乘风逃逸。⑦ 而据西人观察，各路水师无

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素质均明显弱于广艇，故多畏葸不前，刻意与广艇船队保持距离，避免正面交锋。⑧

迁延的围剿行动再度暴露了咸丰初年沿海水师的无能和军备废弛。在长达半年的剿捕过程中，清朝水师

与广艇船队唯一一次正面交火发生在 １８５１年 １２月 ７日的定海岑港洋面。更令人咋舌的是，此役清军出动战船
２０艘，但实际隶属水师的仅有 ２艘，其余 １８艘均系临时雇募，难堪大用。交战充满戏剧性：水师统帅 “黄富

兴对属下广勇极为严苛，平日动辄以各勇家人为要挟”，致使广勇 “与海盗团伙密谋，在发射了几颗空炮弹

后，倒向了海盗一方……黄富兴及其侄子被俘，其余各船仓皇逃回宁波港”。⑨ 这是海盗船队的压倒性胜利。

英国驻宁波副领事黑格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ｇｕｅ）根据中外情报指出，海盗船队共有 ２１艘艇船，部众约 １０００人，实力
非凡。瑏瑠 讽刺的是，就在交战前一日，浙江巡抚常大淳还会同各督抚、提臣上奏，称浙江水师已与山东、江南

和福建各水师联合，将 “立即会同出洋，迎探匪船，四面围攻，痛加剿洗”瑏瑡。实情却是，江浙各省提督只是

名义上的统帅，真正指挥权掌于五品衔水师守备黄富兴之手。瑏瑢 此外，江浙师船从始至终都未参与攻击。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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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全胜后，广艇船队在石浦短暂休整，又继续在镇海、舟山、台州、温州等处洋面活动。水师各镇闻风而避，

“不敢与之交战……依任匪之进退自由，焚掠如意”①。

在常大淳的奏折中，广艇船队首领的真实姓名终于揭晓，其名为布兴有。此前，关于广艇首领的信息均

较为模糊。山东巡抚曾通过黄富兴指出，广艇首领包括鲍亚北等人，来自广东香山、顺德、新安等县，而销

赃地点 “俱在广东香山县之澳门、香港及浙江之石浦、温州等处”；而常大淳则透过宁波知府罗镛，探得

“船内匪徒多系广东新安人，盗首姓布名阿北，即系新安疍户”②。以后见之明观之，“鲍亚北”和 “布阿北”

均为 “布兴有”的粤语音译。从零散的中外记录中，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布兴有的履历。他于 １８２４年出生于香
山疍户之家，鸦片战争爆发后成为林则徐招募的水勇之一，而在林氏被解职后，乡勇遭到裁汰，布兴有遂转
而 “闲游海上，剽掠为食”；稍后，澳门老闸船护航事业兴起，布氏前往澳门谋食，在老闸船上做了数年水

手后，被提升为领航员，往来宁波及福州等口岸，故对浙江洋面尤为熟悉。③

１８５１年秋冬，布兴有船队异军突起，浙江海上权力格局骤变。葡萄牙老闸船建立的护航系统受到挑战，
宁波与福州间的贸易航线也随之受阻。以石浦为基地，布兴有船队俘虏了超过 ２００艘商船，并借赎金之名与
罗镛交涉。此外，海盗船队更以 “耀德堂”名义发布引票，勒令福州运木船缴纳 ５０至 １００两保护费。④ 布兴
有发布引票，显示其对自身实力的自信，也挑战了葡萄牙老闸船的护航事业。布氏虽然宣称无意冒犯外国船

只，并继续允许老闸船自由出入浙洋，但凡受其护航的中国商船均遭拦截。⑤ 据外人观察，宁波、温州两港均

被广艇船队封锁，超过 ４００艘商船滞留宁波港，导致宁波市场上来自沿海地区的商品价格骤涨；温州商船也
被迫聚集在内河数月，不敢扬帆赴甬。⑥

１８５２年 １月底，布兴有率部投诚，持续半年的海疆动荡虽暂告平息，却为宁波沿海埋下新隐患。在常大
淳的奏折中，各省师船合力兜剿，终使犷悍不法的洋盗俯首。６２４名粤籍海盗在得到恩旨免罪后 “跪泣哀求，

真心悔罪投首”，除布兴有等 ５０余名 “分别发营安插”，其余人员悉数 “解回广东，分别交本籍州县地方官

管束”。⑦ 至此，广艇势力瓦解，各省师船撤回，此事终以惯常的 “招抚”了结。宁波乡邦文献却揭示另一种

事实。宁波士人董沛在所著 《明州系年录》例言中，特意指出该书对自 １８４０年以来宁波历史的叙述 “与当时

奏报颇有不符”，但因 “事系乡邦，毋敢饰说”，故所记 “概从其实”⑧，可见其有意从官方叙述外保存地方真

实历史。该书中，广艇招降另有别情，其言宁波知府罗镛 “以重贿招其魁布兴有等，与之约降”，而布氏

“以其艇泊鄞江中，横扰城市”。⑨ 外人记载与董沛相似，且提供更多细节。在经历长达两个多月的拉锯谈判

后，布兴有与浙江官员达成投诚的最终协议，每名海盗首领和成员分别得到 １０００元和 ３０元的赏金，而宁波
商人另需付出一大笔钱来赎回各港口被拦截的船只。同时，大量广艇成员在收到赏金后，并未按计划遣回广

东，而是继续在宁波等地逗留。瑏瑠

无论如何，随着葡萄牙老闸船的到来和广艇势力的崛起，浙江海上权力格局经历了一场深刻重组。广艇

在镇海口外劫掠，水师从不敢过问，布兴有甚至能在必要时随意封锁宁波港。瑏瑡 凭借 “亦官亦盗”的双重身

份，布兴有得以在合法和非法之间灵活游走，不仅在宁波地方官员和近海各股劫掠势力之间扮演关键角色，

更逐步掌握了对海上秩序的解释权。宁波道府官员不得不依赖广艇来维持洋面秩序，而小股劫掠团伙也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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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广艇方能维持生存。① 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绿营水师的地位，使其在浙洋权力格局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宁波

港的实际控制权遂落入布兴有之手，宁波水师名存实亡，巡洋制度亦几近废弛，以致 “终年不见水师能获一

盗”。② 此后，广艇和老闸船在博弈中几乎从未将水师纳入考量，足见水师已完全丧失对浙洋的实际控制力。

与此同时，两大船帮成员大多属于被主流社会剥夺了权利的边缘人群，他们或主动或被动涌入国家力量难以

控制的地方谋求生计，流动性极强。随着两股势力汇聚宁波并主导浙洋，清廷在宁波沿海的权力空间进一步

遭到侵蚀，而双方的互相绞缠和博弈亦将引发新的动荡。

二、两股势力绞缠下敌我概念的形成与敌我群体划分

１８５２年夏秋，广艇船员和葡萄牙老闸船船员在宁波城的居住边界逐渐明确。老闸船船员聚居地主要有两
处，一处位于江北岸姚江沿岸葡萄牙领事馆背侧，另一处在江北岸甬江沿岸外国洋行东北侧。至于新来的广

艇成员，则主要聚居在宁波城东北的盐仓门附近。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盐仓门几乎是外国人出入宁波城的唯一门
户，其外侧渡口是通往江北岸外国人居住地的唯一通道。广艇多停泊在盐仓门外码头，布兴有在城门内拥有

一处大商行，以此为基地指挥徒众活动；而老闸船则多聚集在对岸葡萄牙领事馆门前的江边。③ 不难想象，在

宁波港外的洋面以及帆樯如云的甬江内，双方船只定会时常相遇。

隔江而居的格局增加了双方的警惕，也加速两股势力的人员调整。对葡萄牙老闸船中地位较低的广东船

员而言，广艇船队提供了更好的职业机会。斯科特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的研究指出，流动性强的马来乡村人口在
日常生活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反抗，即 “退出”和 “适度反抗”。前者意味着用脚投票，寻找新的就业

机会，后者则是留守乡民的常用武器，包括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等形式。④ 两种反抗方式在老闸船广东船员

身上同样显著。１８５２年夏之前，老闸船上聚集了大量来自香山、新会等县的广东水手。广艇势力的崛起，对
这些拥有相似社会背景的水手构成强大吸引力，大量广东船员脱离老闸船转投布兴有部。⑤ 转换阵营不仅严重

削弱葡萄牙船队的实力，更引发老闸船船主的疑惧。１８５２年夏，许多老闸船船主以 “不再信任”为由，解雇

了大量广东船员。此举又激起后者的反抗，一群水手趁夜色偷偷登上停泊的 ３３号老闸船，将船只偷偷起锚，
试图让该船随着夜潮漂向大海。⑥ 在老闸船船主看来，暗中破坏行为难以追溯具体人员，但肯定怀疑这些人背

弃旧主，投靠了布兴有，这进一步加剧葡萄牙人对广东水手的不信任。至 １８５２年 １０月底，宁波港内几乎所
有葡萄牙老闸船的广东船员都被解雇了。⑦ 不信任带来的分裂，导致许多老闸船因缺少船员而被迫逗留宁波

港，无法继续护航等各项事业。

布兴有则有意以宁波城为中心，明暗配合，谋求壮大实力。明面上，布氏借助投诚后获得的官方身份，

先是如愿以署提标水师千总的身份留驻宁波，同样编入绿营水师的尚有 ５０余名同伙。⑧ 稍后，新任宁波知府
毕承昭和鄞县知县段光清，因葡萄牙人护航弊端显现，有意纳布兴有为己用，故令其赴粤购船募勇。⑨ 暗地

里，布兴有的胞弟布兴利以非官身份统率旧部，继续从事宁波沿海的劫掠事业。瑏瑠 借助布兴利，无论是未纳入

勇营的前广东海盗，新近被葡萄牙人解雇的广东水手，还是奔赴宁波寻找生计的广东人，都迅速聚集在布兴

有麾下。从后见之明来看，广艇与葡萄牙老闸船的所有竞争和冲突，直接出面人均为布兴利，而布兴有则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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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暗中指挥。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广东人和葡萄牙人于数月之内逐渐完成队伍重整。１８５３年春，浙省防务骤增，浙江
巡抚黄宗汉遂有意雇募广艇，以备江海援应。此时，布兴有率领新募广艇船队，从广东返抵宁波，最终有 １２０
名部众被招募为广勇。① 需要说明的是，广勇人数专指吃粮名额，远非布兴有部全部实力。实际上，经过队伍

重组，布兴有广艇船队全员高达 ２０００余名，已远超投诚时实力。② 与此同时，葡萄牙老闸船在得到来自马来
半岛、印度果阿等外国水手补充后，元气逐渐恢复，重新在浙洋活跃，其沿海劫掠行为再度增多。此外，亦

有多艘老闸船受雇于上海道台吴健彰，前往镇江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③

随着双方队伍的重组，彼此的界限也愈发分明。其中，服饰最直观地体现了这一分化。在过去，虽然葡

萄牙老闸船的中外船员统一装束均 “系夷装”④，但由于成员混杂，服饰不足以构成划分两个群体的标识。然

而，随着老闸船驱逐广东船员，着装差异迅速异化为敌对武装集团之间的身份象征。人类学家巴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ａｒｔｈ）的边界理论揭示，群体身份的区隔并非源自所谓的文化特质，而更取决于能够清晰划分群
体边界的显性符号。⑤ 具体而言，广艇成员清一色头束红巾、身着短衫、腰系红带、胁佩弯刀、股缠邪幅的装

束⑥与老闸船船员的西式着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异不仅具有群体识别功能，更是划分彼此的身份边界标

记。老闸船广东船员改换服装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皈依性质，强化了 “广东人”和 “葡萄牙人”之间的身份

想象。这种想象迅速被定型为种族区隔的依据，甚至成为出人意料的武器。玛高温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ｃｇｏｗａｎ）便敏
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微妙性。在一篇抨击葡萄牙老闸船在宁波沿海暴行的长文中，玛氏仍不忘提醒读者要警惕

肤浅的种族刻板印象，指出包括布兴有兄弟在内的海上劫掠者，有时会故意 “借外国服饰的掩护”进行劫

掠，意图嫁祸于葡萄牙人。⑦

此种中外区分，塑造了某种具有共同特质的身份认同，并成为群体成员的纽带。不过，由于接纳成员的

标准不同，广艇和老闸船船员内部的凝聚力亦有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广艇船帮认同更具封闭性。一份 １８５２
年初布兴有率部投诚时的成员名录显示，船队 ６２４名成员中，广东籍占 ６２１人，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成员占比
高达 ８６％。同时，广艇成员绝大多数系疍民，在华南水上世界的格局中，他们更习惯于秘密社会那一套非血
缘组织关系。⑧ 除极少数例外，非广东人很难被接纳为广艇成员。相较之下，老闸船的成员构成则要松散得

多，他们几乎接纳所有来历不明的外国逃兵和水手，使该团体成为时人眼中西方亡命之徒的大杂烩。⑨ 整体

上，广艇内部凝聚力明显强于老闸船。在实际作战中，广艇成员很少 “叛变”，而老闸船船员则经常在清军

和太平军之间反复倒戈，为 “忠诚”寻求更高价码。瑏瑠

人类学家的研究提醒我们，人们在潜在冲突中选择站队，除了身份认同，现实利益也起关键作用。易言

之，身份认同并非固定，而是可以依据当事人的需求进行扩大或收缩的变通。瑏瑡 对布兴有来说，维持其在宁波

沿海的现实及未来利益，是衡量敌友的首要标准。作为三合会成员，布氏从未掩饰自己的秘密社会背景。瑏瑢 然

而，他对所有试图挑战其在宁波地位的新群体均予以强硬回应，无论对方是否为旧日盟友。１８５３年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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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会起义后，刘丽川曾多次派人赴宁波，试图促成沪甬联合举事。布兴有则选择与旧日同盟决裂，率领广

勇镇压了宁波方面的起义，因此被刘氏斥为叛徒。稍后，厦门小刀会起义者雇佣的大帮广艇出现在石浦洋面，

布氏亦未表现出合作意愿，而是积极参与围剿，“夺匪艇六只，生擒盗匪八十余名”①。这一系列举动表明，

布兴有显然将可能威胁其在宁波沿海利益的广东同乡视作潜在竞争者，并加以驱逐。通过排他性策略，布兴

有几乎垄断了宁波港及浙江洋面的权力，尤其是在近海使用暴力的权力。他可以将任何竞争者指认为盗匪或

洋匪，并对其加以镇压。

因此，１８５３年春，布兴有在宁波道府支持下，凭借自身实力打破葡萄牙人对护航业的长期垄断，双方迅
速展开激烈竞争。对宁波商人而言，雇佣广艇和老闸船护航的成本相差无几，故许多对老闸船不满的商人转

向雇佣广艇。此举立即引起老闸船船主的警觉。署理宁绍台道段光清透露，葡萄牙人曾试图采取迂回手段阻

止布氏兄弟进入护航业，其策略是在避免与布兴有部直接冲突的前提下，通过威逼利诱迫使前任道台允许其

独占护航权。然而，前道台在布兴有武力支持下予以拒绝，并禀告两广总督，得到 “勿假西洋夹板夷船护航

之权，免生事端，方为妥善”的饬令。至 １８５３年底，广艇已经能与葡萄牙老闸船在护航事业中分庭抗礼。据
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密妥士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ｄｏｗｓ）调查，当年宁波护航业总收入高达 ４０万元，其中葡萄牙人占 １８万
元，而广东人则为 ２２万元，广艇已后来居上。②

随着广艇深度参与护航业，与部分葡萄牙老闸船船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原本互不干涉的微妙平

衡逐渐被打破。１８５３年间，双方均以 “护航”自居，打击宁波贸易航线上或真实或构陷的 “洋盗行为”，也

都从事沿海劫掠，但始终未曾直接冲突。１８５４年春，这种和平共存的局面终被打破。由于长期垄断的护航业
受到挑战，在竞争中失利的部分葡萄牙船主开始有意将广东人污名化为海盗。１８５４年 ３月中旬，一艘葡萄牙
老闸船以抓捕海盗为名，突然袭击了一艘正在宁波港外劫掠米船的广艇。这一突发事件迅速激化了双方矛盾。

在随后的对峙中，布兴利率领 ５艘广艇迎战 １０艘老闸船，在装备和人员均不占优的情况下，成功俘获一艘老
闸船，并缴获该船枪炮，双方均无人员死亡。③

稍后，广艇和老闸船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开始以炫耀的方式宣示对宁波港的控制权。４月上旬，多艘
广艇沿甬江驶至盐仓门前码头停泊，沿途敲锣打鼓，以炫耀先前的胜利。④ 老闸船船员则于 ４月 １４日耶稣受
难日举行盛大仪式作为回应。他们不仅扎出象征犹大的稻草人加以鞭挞斩首，更在 １８号老闸船上以中国人形
象的假人替代 “犹大”，并将其塞满爆竹点燃后抛入甬江，再拖回甲板以棍棒砸碎，其复仇意涵不言自明。⑤

在此氛围下，双方的疑惧和仇恨加深，最终于次日引发正面冲突。４月 １５日，江北岸 １８号老闸船船员与几名
广勇发生激烈冲突，布兴有坐舰的领航员被杀，两名广勇重伤，死者遗体更被老闸船船员当众粗暴拖行并抛

入江中。⑥ 这种表现性暴力较之言语威胁更具直观震慑力，但其效力需建立在施暴一方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

之下。⑦ 然而，势均力敌的广艇群体不为威胁所动，而是迅速展开报复。次日中午，布兴利率部突袭 １８号老
闸船，杀死一名老闸船船员并将尸体抛入河中。随后，他们又在擒获另外两名老闸船船员后悄然离去。⑧

需要指出的是，广艇采取的对等复仇，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权衡利弊后的手段，体现布兴有非凡的国际

眼光。尽管大字不识，布兴有凭借在澳门的经历以及沿海情报网络⑨，对英法美三国海军实力有较为清晰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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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知，深知绝不可轻易牵涉英美法三国人士，以免使事情复杂化。早在 １８４９年，两起事件必使其印象深刻。第
一起事件是巨盗十五仔和徐亚保因杀死英国人，引发英国海军全面清剿，导致 ３０００余名海盗覆灭；第二起事
件是澳门总督亚马留 （Ｊｏａｏ Ａｍａｒａｌ）被香山人沈志亮刺杀，然而除沈氏身死外，广东官员均未受牵连。① 基于
此，布兴有始终严格限定复仇对象。这种将西人区分对待，并对中国沿海各国实力及行动逻辑有较为清晰认

知的眼光，在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的语境中并不常见。② ４月 １５日暴行发生后，布氏先后两次通过英美领事向葡萄
牙领事马奎斯下最后通牒，限其于次日上午 ９时前交出凶手，并承诺报复仅限 １８号老闸船，绝不动用大炮以
免伤及无辜。③ 通牒无果后，布兴有按时发起攻击，既未误伤外人，更派布兴利赤手挡在葡萄牙领事馆门前防

止误袭。其克制作风甚至赢得葡萄牙人俘虏的尊重，称 “布氏兄弟是一流人物。我被俘时自料难逃一死，布

兴有却对手下说 ‘我们既已诛杀一人雪耻，现在两方各亡一命，此事一笔勾销’”④。

相较之下，葡萄牙人的反应更为激烈。马奎斯并未向段光清提出书面抗议，而是威胁要请澳门兵船复仇。

１８５４年 ６月 ２４日，澳门总督派遣 “唐琼号”三桅帆船率 １５艘老闸船驶入甬江，停泊在葡萄牙领事馆前。船
队抵达后，马奎斯正式照会段光清，逼迫其授予护航垄断权。要求遭拒后，“唐琼号”于 ７月 １０日突然炮击
停泊在盐仓门外的五艘广艇，炮弹甚至落入宁波城内，造成平民伤亡和道台衙门受损。广艇并未还击，而是

迅速弃船退入内河，损失有限。⑤ 此举既违背葡萄牙人先前向英美领事作出的不动用武力承诺，亦未提前告知

便发动攻击。在与段光清会面中，两国领事得知马奎斯曾多次强硬要求护航垄断权，震怒之下迅即致信两国

公使，请求派军舰干涉。然而，彼时两国公使正专注于修约事宜，仅作 “友好调停”回应。⑥ 直到 ７月 ２０日，
美国蒸汽军舰 “波瓦坦号”途经宁波，经与葡萄牙船长交涉，葡方才在收回三艘被广东人占据的老闸船和部

分赔偿后撤离了宁波。⑦

经历了 １８５４年春夏的一系列冲突后，宁波港内外的中外交往模式发生了根本转折。此前，包括葡萄牙人
在内的外国人和广东人时常在江北岸混杂嬉戏，也会为饮酒寻欢之事发生摩擦。自此之后，这类跨界摩擦骤

然消失，表明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仇恨的种子已生根发芽，个体成员迅速被归类于

某一抽象的敌对群体，昔日混杂共处的状态已不再安全。同时，在 １８５４年 ７月的冲突中，英美领事首次被迫
正式介入纠纷，标志着两国从旁观转向主动干预，使两股势力的冲突因外部力量的介入而愈加错综复杂。

三、国际因素在两股势力冲突演化中的重要作用

１８５４年夏季危机过后，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群体时常剑拔弩张，冲突日趋呈现常态化。１８５４年秋，一支
广艇船队在宁波歧头洋面捕获了 ７号老闸船，杀死船长和部分船员后，将船上的财货和装备洗劫一空。⑧ 次年
夏天，广艇受雇在舟山群岛某村庄护航渔船。当地护航的老闸船船主闻知此事，迅速派人将广艇派驻当地的

代理人绑架并处以私刑，破坏了广艇在当地的护航事业。⑨ 类似事件频发，在此过程中，双方既是施害者，也

是受害者。

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群体低烈度的常态化冲突现象，乃是受到升级机制和刹车机制的双重制约，而国际

３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Ｇｒａｃｅ Ｆｏｘ牞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ｄｍｉ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牞 １８３２—１８６９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牞 １９４０牞 ｐｐ １０７－１０９；光绪 《香山县志》卷 １５ 《列
传》，１８７９年刻本，第 １８ １９页。
沈艾娣的研究亦揭示 １９世纪前期中国和欧洲均面临类似知识隔膜的现象，诸如海员、仆人和翻译等直接参与中外交往事务的民间人
士，往往拥有比文人精英更广泛和真实的世界知识，但因身份问题，这些知识很难影响政府高层。沈艾娣：《翻译的危险：清代中

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赵妍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ｅｒ牞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牶 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ｖｉｅ Ｂｅｔｈｕｎｅ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牞 ｐｐ １０７－１０９
Ｊｕａｎａ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 ｔ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Ｋｎｉｇｈｔ牞 Ａｐｒｉｌ １８牞 １８５４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ｐｅｒｓ牞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ＲＧ １７７牞 Ｂｏｘ １牞 Ｆｏｌｄｅｒ ８牞
Ｎｏ ２
Ｊｕａｎａ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 ｔ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Ｋｎｉｇｈｔ牞 Ｊｕｌｙ １１牞 １８５４牞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ｐｅｒｓ牞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ＲＧ １７７牞 Ｂｏｘ １牞 Ｆｏｌｄｅｒ ８牞 Ｎｏ ３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牞 Ｊｕｌｙ ３１牞 １８５４牞 ＦＯ１７ ／ ２１５牞 ｐｐ １８０－１８３牷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ｅｒ牞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牶 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ｖｉｅ
Ｂｅｔｈｕｎｅ ＭｃＣａｒｔｅｅ牞 ｐｐ １０９－１１０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牞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ｒｙ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ａｐａｎ牗１８５３—１８５４牘 牞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牶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牞 １９１０牞 ｐ ２５６
Ｎｏ Ｔｉｔｌｅ牞 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牞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６牞 １８５４牞 ｐ ２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Ｌ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牞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牞 １８５７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ＦＯ１７ ／ ３０８牞 ｐ １９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５

因素是影响两套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其中，升级机制指双方主动升级冲突的意愿。除非占据压倒性优势，否

则全面对抗对双方而言均过于冒险。宁波白人群体也注意到双方 “战斗虽多，但不激烈……死亡人数太少了，

真乃一群懦夫相遇”①。在老闸船群体眼中，段光清与布兴有兄弟属同盟关系，故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而

是借澳门兵船之威来恫吓广艇。然而，１９世纪中期澳门海军兵力式微，船型老旧，常驻兵船仅为一艘小型西
式三桅或双桅帆船，威慑力远逊往昔。② 相较之下，自 １８５４年夏后，布兴有兄弟更注重增强船队装备和人员
上的西化程度，以抗衡葡萄牙人。布氏的西化战略明显以双重假想敌为目标，不仅包括葡萄牙老闸船，更着

眼于未来可能介入的澳门兵船。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不法外国商人常趁中国内乱之机在上海秘密贩售西洋军火，
而新加坡也已形成公开的武器交易市场，为中国海上劫掠群体提供武器来源。③ 布兴有一方面通过购买、掠夺

或仿制等手段组建老闸船船队，其中包括一艘 ３００吨级、配备 ２２门火炮的大型老闸船；另一方面，广艇船队
亦有意大规模吸纳英法美等国水手担任船长和炮手等职，以提高对西式火器的实战操作能力，并大量购置水

雷以应对澳门兵船的威胁。④

更重要的是刹车机制的作用，其核心是英美法三国领事围绕宁波沿海利益上的立场。其中，英国在宁波

的利益最为庞大，领事机构的规模和影响亦远超他国。自 １８５０年起，虽然英国驻宁波领事官员从领事降格为
副领事，但仍享有逮捕、审判等完整领事权限。对照之下，美国驻宁波领事官员的级别为副领事和代理领事，

两职均不具备 “完整的领事和司法权力”；而法国更从未在宁波设立领事机构，相关事务向由法国驻上海领

事兼摄，多数交涉则由英国驻宁波领事官员代为处理。⑤ 因此，英国副领事在处理葡萄牙老闸船和广艇冲突问

题上往往居于主导，美法多随其立场行事。１８５４年夏危机爆发前，英美领事从未向冲突各方透露明确立场，
而危机爆发后，他们担心老闸船的不当行为可能危及外国侨民的安全，遂共同主张 “有必要作出公开的免责

声明”，明确宣布对双方冲突不予干涉。此举旨在向冲突各方表明，任何危及宁波三国侨民安全的行为都将引

起武力干涉。⑥ 因此，在广艇和老闸船构想的未来冲突中，宁波白人群体的利益始终是显性存在，而支撑这一

利益的，则是三国在华海军这一虽未直接介入却持续构成威慑的外在力量。此外，三国领事，尤其是英国副

领事的立场，将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决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此方面，葡萄牙人拥有先天优势，其根源在于英葡同盟的历史基础。自 １３８６年两国签订 《温莎条约》

确立永久军事同盟以来，葡英关系始终密切。葡萄牙无疑是英国最忠实的盟友。⑦ 特殊的两国关系，导致英国

驻宁波领事官员在处理葡萄牙人暴行问题上面临巨大外交压力。自 １８５４年夏之后，历任英国副领事均指出，
有必要采取措施限制葡萄牙人在沿海的不法行为。香港总督包令虽对控诉表示同情，但为维护两国友好关系，

仍饬令宁波方面保持克制。长期以来，英国史家多将英国视作英葡同盟中 “明显的施恩方”⑧，包令的低姿态

正体现了这一关系。纵览包令和澳门总督吉马良斯 （Ｉｓｉｄｏｒｏ Ｇｕｉｍａｒａｅｓ）就宁波葡萄牙老闸船船员问题的官方
照会和私人信件，包令仅对护航垄断权问题提出过明确抗议。然而其抗议措辞极具技巧性，强调 “已照会中

国官员，英国政府绝不会承认任何人提出的有关护航或商业特权垄断的主张”⑨。此种抗议的实质，是将责任

巧妙地转嫁给宁波官员，从而有效回避对葡萄牙人的直接指责。

此外，大批来自英美法等国水手和逃兵纷纷聚集宁波，使广艇和老闸船的冲突带有浓厚的国际色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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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三国领事难以完全置身事外。这些国际雇佣兵经常加入双方船队，通过参与护航和劫掠谋取利益。特别是

１８５４年秋冬以来，随着厦门、广东和上海各地相继扑灭三合会与小刀会起义，宁波成为沿海少数有机可乘之
地，吸引众多国际冒险家趋之若鹜。美国驻华公使伯驾 （Ｐｅｔ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等人屡次提醒美英政府，指出宁波已
成为外国逃兵的主要集结地。① 其中，广艇船队吸纳了约 ３０—５０名英美法三国人士，而葡萄牙老闸船成员则
更复杂。② 对三国领事而言，一方面，领事难以确定这些水手的真实国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英美法国民或

自称三国国民者，实质上参与了广艇和老闸船间的暴力冲突。在此背景下，英美领事官员的 “免责声明”明

显缺乏说服力，因其既无法忽视广艇和老闸船冲突的国际色彩，更难将其简单归结为 “广东人”和 “葡萄牙

人”之间的争端。

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密妥士最早意识到国际因素对葡萄牙老闸船和广艇冲突的复杂影响，故有意根据宁波

地方社会实情制定一套退出机制，以确保英国人能在未来激烈冲突中置身事外。密氏意识到，退出机制的关

键在于管控那些流动性强、身份不明但自称 “英国人”的群体。美国学者斯库利 （Ｅｉｌｅｅｎ Ｓｃｕｌｌｙ）的研究指
出，治外法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含义。理论上，条约规定只有外国人才享有特权，但在实践中，外国人

所雇华人也多被纳入特权保护。进言之，“外国利益”是赋予外国人相关事务以治外法权性质的核心，也是

治外法权具有点石成金魔力的关键。③ 斯氏的观察不乏洞见，但其对 “外国利益”的理解过于狭窄，其论述

似更偏重治外法权的延伸性，而忽略了收缩性。事实上，“外国利益”主要依赖通商口岸领事的报告才能被

清晰地表达出来，因而带有明显的地方视角。它的内涵不仅涉及商贸、传教等实体利益，也包括领事设想中

的未来秩序等虚拟利益。在宁波地方实践中，英国领事官员有意规避 “外国利益”中的高风险因素，以维持

设想中更大的 “外国利益”。

这个主动规避的部分，就是深度卷入葡萄牙人和广东人冲突的 “英国流氓”群体。１８５５年初，上海小刀
会起义失败后，许多外国人逃亡到宁波。稍后，宁波官方逮捕两名欧洲人，其中一人为英国逃兵。密妥士明

知此人系英国臣民，却未加干涉，默许其被押送至上海斩首示众。④ 此外，英国领事官员一再声明，对主动参

与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冲突的真实或伪装的英国臣民概不负责。两个典型事例，可以窥出英国驻宁波领事官

员处理 “英国臣民”问题时的区别政策。１８５５年，某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老兵辗转流落至宁波，加
入广艇船队后在某次冲突中被老闸船船员杀死，但英方未作交涉；稍后，一位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的英国人杜

拉格因争风吃醋被老闸船船员刺死，英国领事官员立即展开紧急交涉，迫使马奎斯将疑凶遣送澳门受审。⑤ 英

国驻宁波副领事正式借助登记制度，划定了 “英国利益”的界限，既为合法臣民提供保护，又有效避免英国

卷入双方冲突。

美国驻宁波领事官员亦采取与英国副领事相似的退出政策。麦嘉缔曾致信美国公使麦莲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Ｌａｎｅ），询问如何处理未在领事馆登记的美国公民所引发的纠纷。麦莲含糊地指示：凡未在宁波领事馆登
记，且未公开身份者，可不视为美国人，领事官员亦无需对其负责。⑥ 对于公开自称 “美国人”的外国人，自

１８５５年起，相关政策也有调整。按照惯例，所有自称 “美国人”的外国人，均受美国驻华领事管辖。１８５５年
初，两名外国人在宁波被英国治安官逮捕，两人均声称自己是美国人，此案遂由麦嘉缔接手。经审理，麦氏

与陪审员一致认定其中一人身份造假，但仍不得不按照美国人身份判处其 ９个月监禁。⑦ 此案使麦氏意识到，
若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卷入葡萄牙人和广东人冲突，并公开自称 “美国人”，美国领事将陷入被动，不得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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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本可规避的责任。为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麦嘉缔向伯驾提议，凡宣称为 “美国人”者，须提供确凿证

据，而宁波常见的外国水手群体，还需另附一份美国船长的担保书，否则将不予承认其美国公民身份。该提

议得到伯驾批准实行。① 此案成为宁波最后一起依据外国人自我宣称身份而审理的案件，并对宁波各方认定

“美国人”身份的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情感因素也是促成英葡同盟在宁波失效的重要原因。葡萄牙领事在宁波江北岸的西

人聚会中十分活跃，对英国领事官员态度亦颇为殷勤。② 然而，表面殷勤难以掩盖双方长期互动中的不和。英

国领事官员认为，马奎斯对葡萄牙人极度纵容，几乎不履行管控职责，通过外交渠道的纠纷经常陷入怪圈：

包令采信澳门总督说辞，而澳门总督则对马奎斯的报告照单全收。１８５４年圣诞节，英国领事馆仆役王贵方无
故遭老闸船船员殴打，密妥士得知后，决定不通过外交渠道申诉，而是径直率人闯入该葡萄牙人住所，将其

捆绑至英国领事馆施以鞭刑。③ 在致兄长密迪乐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的家信中，他将愤恨情绪表露无遗，称
“我已决定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的恶行，无论代价如何，我都要这么做”④。在后续英葡交涉中，包令指

出密氏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葡萄牙作为英国盟友的地位，并决定将其停职。⑤ 此后，历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均

认为，英葡同盟彻底成为负面因素，因其导致宁波和香港间信息传递严重失真，进而让英国侨民和领事馆雇

佣华人置于申诉无门的困境。对此，他们多次向包令表达对葡萄牙人的不满，并反复强调：英国在欧洲与葡

萄牙结盟是出于国家利益，但在亚洲，葡萄牙不应被视为盟友，因老闸船船员的行为严重损害英国利益。⑥ 无

论如何，英国驻宁波领事官员的行为，向宁波官员和布兴有兄弟明确表明，华南海域的英葡合作在宁波并不

存在。

基于利弊权衡，英美两国领事更倾向将宁波沿海的武力支配权让渡给布兴有。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虽均

在宁波沿海地区进行劫掠，但手法和程度有所不同。广艇船员以谋财为主，虽多海上劫掠之举，但很少伤人

性命；而老闸船船员则在劫掠之余，频频犯下强奸、谋杀、纵火等暴行。《北华捷报》曾形象地总结两者差

异，“对想要避免夜长梦多的西方海盗而言，‘死人不会说话’是至理名言，中国海盗却认为，死人无利可

图，更倾向索取赎金”⑦。总体而言，葡萄牙老闸船的沿海劫掠行为 “没有表现出中国海盗的节制”，成为两

国领事眼中阻碍宁波和上海、温州及福州沿海贸易的罪魁祸首。⑧ 相较之下，布兴有从未表现出挑战英美法三

国在宁波利益的举动。广艇虽不时会打劫在宁波港卸货的走私鸦片戎克船，但一旦得知货物属于条约国商人，

便会立即归还原主。⑨ 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无怪乎密迪乐在致包令的长信中，对布兴有颇为信任，指出自

１８５２年以来，“广东人在宁波犯下数百起命案，但从未有一起损害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瑏瑠

１８５７年 ３月，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低烈度常态冲突的微妙平衡因突发性因素被打破。该因素正是未曾在
宁波设立领事机构，也没有采取退出机制的法国。１８５７年初，法国人开始涉足护航业，并在镇海设立基地。
此举被葡萄牙人视作挑衅。３月 ２１日，几艘老闸船袭击了法国人在镇海的护航基地。法国人随即与布兴有兄
弟结成临时同盟，双方决定联合护航，共同对付葡萄牙老闸船。４月 １８日，布兴利率领广艇船队与几艘法国
船只连帮驶抵镇海海口，将老闸船驱逐出镇海。瑏瑡

自此，双方冲突迅速升级，烈度也骤然增强。失去镇海护航基地后，葡萄牙老闸船船队报复性地袭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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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沈家门的广艇，残忍杀死 １３名船员和乘客，肢解尸体并带回宁波港示威。广艇和法国船只则连帮回击，摧毁
葡萄牙人在沈家门的基地并洗劫其住所。① 与此同时，宁波至福州的航线上冲突频频爆发，石浦、镇海、福州

等地洋面均有伤亡报告，甚至连中国官员亦被卷入。５月 １３日，１５艘老闸船突袭石浦，占驾两艘水师战船，
俘虏与布兴有关系密切的秦姓守备及 ３０名官兵，并在返航途中又夺取数艘广艇。②

三国领事担心两股势力会在宁波城爆发全面冲突，遂分别照会段光清和马奎斯，正式提出维护宁波公共

秩序的建议。方案的核心是由宁绍台道和葡萄牙领事全权负责宁波港口秩序，严格限制广艇和老闸船入港，

以确保府城安全。凭借长期沟通的默契，段光清在首次会晤中就同意了三国提出的中立方案，承诺 “除宁波

商号担保的正常贸易商船外，禁止广东船只进港”③。马奎斯起初不愿意妥协，因其意识到，自法国人卷入冲

突后，胜利的天平已经发生明显倾斜，若三国领事置身事外，葡萄牙人将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处于劣势。④ ５
月 １８日，段光清获悉老闸船俘虏石浦水师官兵和 ５０名葡萄牙人正在密谋进攻道台衙门的情报后，连夜照会
英美领事，表示若马奎斯拒签协议，他将组织广艇自卫。不过，段氏亦承诺，无论情况如何，都将 “阻止针

对马奎斯及其家人和住所的攻击”。在英美领事压力下，马奎斯最终让步，于 ５月 ２０日与段光清达成协议，
承诺 “除正常贸易商船外，禁止葡萄牙船只进港”⑤。

马奎斯和段光清达成的协议，实质上等于承认宁波港外的暴力世界，迫使各方重新审视自身在当前与未

来冲突中的定位。需要指出的是，宁波白人群体普遍认为，广艇在数年间完成装备升级，并与法国人结盟，

已具备压倒性优势，势必在冲突中占上风。⑥ 许多葡萄牙老闸船也嗅到危险信号，意图撤离宁波和福州间的航

线，南下另谋生计。不过，这些老闸船抱着最后干一票的态度，在南驶途中犯下诸多暴行。段光清在致英美

领事照会中详细列举此类暴行，并特别强调仅在 ６月中旬某日，大帮老闸船突袭几艘广艇，不仅屠杀全部 ３０
名船员和 ２名孩童，还将尸体肢解剁碎。⑦ 社会学研究表明，与被视作 “自己人”的尸骸相遇，常是暴力升

级的重要触发机制，因其激发对想象中敌人的报复性杀戮，进而扩大报复范围。⑧ 空荡荡的船只、血污的甲

板、散落的四肢，这些惨状无疑加剧了广艇成员的复仇怒火，而未能撤离的老闸船船员将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对于选择留在宁波洋面的老闸船船员，亦被迫站队，准备迎接即将爆发的全面冲突。这些人大多聚拢在 ４４号
老闸船船长索埃罗 （Ｓｏｅｉｒｏ）和纵帆船 “极光”号船长加拉多 （Ｊｏｓｅ Ｇａｌｌａｒｄｏ）麾下。两人与布兴有兄弟宿怨
已久，尤其索埃罗正是 ３月 ２１日策划袭击镇海法国人住所的主谋。⑨ 至此，宁波洋面的激烈冲突已一触即发。

不过，偶发性事件再度在地方语境的暴力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全面对抗的爆发地点。

６月 ２０日，索埃罗获悉布兴利已联合法国人，正率领 ２０余艘广艇前来决战。瑏瑠 在评估敌我实力后，索埃罗等
人深感局势不利，遂决定先令部分老闸船驶入宁波港，将难题甩给马奎斯。６月 ２３日，７—８艘老闸船违反协
议驶入宁波港，停泊于葡萄牙领事馆附近水面。次日，１１艘广艇驶过招宝山，于 ６月 ２５日停靠在盐仓门外，
与老闸船隔江对峙，形成与 １８５４年夏类似的局面。瑏瑡 在此关键阶段，索埃罗和加拉多始终滞留镇海口外，未

７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Ｎｉｎｇｐｏ牞 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牞 Ｍａｙ １６牞 １８５７牞 ｐ １６６牷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ａｒｑｕｅｓ牞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 Ｍ Ｆ Ｍ ｓ Ｃｏｎｓ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牞 Ｆｒｅｎｃ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ｕｌｓ牞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ｐｏ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牞 ｐ １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牞 Ｍａｙ ２０牞 １８５７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ＦＯ１７ ／ ２６９牞 ｐ １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ａｒｑｕｅｓ牞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 Ｍ Ｆ Ｍ ｓ Ｃｏｎｓ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牞 Ｆｒｅｎｃ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ｕｌｓ牞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ｐｏ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牞
ｐ １５
马奎斯稍后更指控所谓中立乃是三国领事和布兴有兄弟间的共谋，与其说 “中立”，毋宁说 “纵容”，因该政策并未试图打破布兴有

和法国人的同盟。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ａｒｑｕｅｓ牞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 Ｍ Ｆ Ｍ ｓ Ｃｏｎｓ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牞 Ｆｒｅｎｃ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ｕｌｓ牞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ｐｏ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牞 ｐ 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ａｙ ｔｏ Ｐｅｔ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牞 Ｍａｒｃｈ ２４牞 １８５５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ＤＵＳＭＣ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牞 Ｍｉｃｒｏｆｉｌｍ牞 Ｎｏ ９２牞 Ｒｏｌｌ １５牞 Ｖｏｌ １４牞 Ｎｏ ２３
Ｍａｃｇｏｗａ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ｒｉａｌ牞 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牞 Ｊｕｎｅ １３牞 １８５７牞 ｐ １８３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Ｎｉｎｇｐｏ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ｔ Ｎｉｎｇｐｏ牞 １８５７牞  ＦＯ１７ ／ ３０８牞
ｐ １１７
马克斯·伯格霍尔兹：《何故为敌：１９４１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何其原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
社，２０２３年，第 ２０６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牞 Ｍａｙ ２０牞 １８５７牞 ＦＯ１７ ／ ３０８牞 ｐｐ ７－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牞 Ｊｕｌｙ ３牞 １８５７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ＦＯ１７ ／ ３０８牞 ｐ ６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ａｄｏｗｓ ｔｏ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ｒｉｎｇ牞 Ｊｕｌｙ ２牞 １８５７牞 Ｎｉｎｇｂｏ牞 ＦＯ１７ ／ ３０８牞 ｐｐ ５６－５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５

随队进入宁波港，致使老闸船船队群龙无首。社会学研究敏锐指出，在冲突情境中占据明显优势的一方，常

易在情绪上对对方形成压倒性支配，从而使冲突更加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并诱发暴力的滥用。① 索埃罗等人的

退缩，显然助长了广艇一方的心理优势，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倾斜。６月 ２６日中午，布兴利率领约 ４００—５００名
广艇成员，以及 ３０—５０名英美法等国人士，对约 １４０名老闸船船员发起全面进攻。短暂交火后，广艇即占据
绝对优势，老闸船船员弃船登岸，溃逃四散。广艇成员随即上岸追击，残忍杀害约 ５０名老闸船船员，并焚毁
所有葡萄牙人住所。广艇方面则有 ３名广东人和 １名美国人丧生。同时，镇海口外的索埃罗等人闻讯后，立
即驾船逃往上海。②

宁波港内暴行之所以发生并扩大，显然也离不开英美领事的默许，但这些暴行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６
月 ２４日，广艇驶入宁波港时，段光清正在奉化办案。马奎斯曾向英美领事抗议广艇率先违约，希望两国出面
干预。然而两国领事明确表示，葡萄牙人是率先违约一方，“应对后续可能产生的一切恶果负责”③。两国领

事明知老闸船率先违约，却未及时告知马奎斯，令马氏坚信冲突无可避免。为此，马奎斯提出在英国领事馆

避难，但遭到拒绝，故只能暂避于天主教传教士住宅。６月 ２６日冲突爆发后，英美两国领事馆均紧闭大门，
拒绝为逃散的老闸船船员提供庇护。随后数日，仍不时有四处藏匿的老闸船船员被找到并遭杀害。④ 密迪乐试

图向包令辩解，称其拒绝为马奎斯等人提供庇护，是出于对 “广东人”可能采取连带报复的担忧。不过，包

令识破密氏意图，指责其 “有意纵容”广艇行为，并明确表示 “为马奎斯提供庇护，不会使英国领事馆面临

被攻击的风险”。⑤ 事实证明，包令的判断极为准确。事件发生十个月后，密迪乐也坦承，他与前几任领事通

过长期努力，已经与宁波官员和布兴有兄弟就冲突对象达成默契，广东人也 “从不认为其针对葡萄牙人展开

的行动，是在冒犯其他国家”⑥。

此外，三国官员的积极介入，以及布兴有通过西化策略积累的强大实力，共同对澳门兵船形成威慑，最

终成功阻止了其复仇行动。宁波白人群体普遍同情广东人，均称葡萄牙人罪有应得，广东人乃是 “合理的复

仇”，他们坚信此事 “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宁波的局势”。⑦ 显然，所有人都不欢迎澳门方面的增援。７月间，
密迪乐和袆理哲曾数次会晤段光清，明确表示 “不赞同葡萄牙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打算参与其接下来的行

动”；同时，法国军舰 “无常号”舰长也向布兴有表态，不会干涉广艇包括加强武装在内的任何部署。⑧ 因

此，当 ８月 ３日葡萄牙兵船 “蒙德古”号与 １１艘老闸船抵达宁波时，布兴利早已率领 ２４艘广艇和老闸船在
盐仓门外水域严阵以待。⑨ “蒙德古”号为长 ３０米的双桅纵帆小型兵船，配有 ２０门火炮，载员 １１２人。英国
领事一贯轻视葡方兵船战力，认为其作战能力并不强于此前被英国海军剿灭的中国海盗船队。《北华捷报》

报道亦称，广艇方面已明确放话，若 “蒙德古”号率先发难，将果断以水雷回击，并计划伺机夺取该船。瑏瑠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水雷又称 “地狱机器”（ｉｎｆｅｒｎ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是一种通过电路控制引爆的新式海战武器，曾广
泛应用于克里米亚战争，能对包铜木壳军舰构成致命威胁。瑏瑡 整体上，宁波白人群体普遍相信，一旦爆发冲

突，广艇船队将再度获胜。瑏瑢 随后，“蒙德古”号舰长要求段光清命布兴有归还被俘老闸船并支付赔偿，但英

美领事明确表示拒绝支持。同时，英国军舰 “猎人”号舰长虽宣称严守中立，但又补充称若交火中英侨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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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与地方的纠葛：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广艇与老闸船冲突演变

遭炮击，他将采取武力干预。① 在多重压力下，“蒙德古”号被迫无功而返。

值得注意的是，后续英葡交涉中，双方外交部出于维护双边关系的考量，均有默契地回避追问密迪乐退

出机制背后的深层动因，仅围绕其行为是否符合中立原则展开磋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未触及密氏 “中立”

立场中所隐含的倾向性问题。最终，葡萄牙政府对此事的处理亦流于形式，仅象征性地宣布 “将增强驻华领

事权限和海军力量”，但未能回应澳门方面的诉求。② 半个世纪后，葡萄牙学者裘昔司 （Ｃ Ａ Ｊｅｓｕｓ）在撰写
澳门通史时，仍延续葡人社群的受害者叙事，指责正是英美法三国领事漠视葡方合理诉求，才导致 “宁波暴

行未得雪耻”。③

余论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宁波沿海地区的中外暴力冲突是一段特别相遇的历史，它既是跨国的，也是地方的。大量
身份混杂、高度流动的中外冒险家，以宁波港为中心，深度参与护航、劫掠等事业，并在不断地分化和重组

中，逐渐形成以广艇船员和葡萄牙老闸船船员为核心的两大跨国武装集团。双方持久的对抗，是全球化力量

嵌入宁波地方社会后，在特定互动情境中衍生出的权力博弈，其演化深受微观暴力机制、列强选择性介入以

及地方官员权变应对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这一过程生动揭示出早期条约口岸实践中超越条约文本的复杂性

与制度弹性。

宁波成为跨国暴力冲突中心，根源于其特殊的地缘格局与防务真空。鸦片战争后，英美调整在华海军布

局，但直至 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末，两国在华海军规模仍较有限。五口之中，仅广州和上海设有常驻兵船，能对
周边海域的海上劫掠者构成直接威慑。④ 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虽有外国雇佣兵参战，但均属个人行动，并未

形成独立武装集团。与此同时，英国官员在香港和厦门与中国地方官员合作清剿闽粤沿海海盗，使该地区难

以形成大规模海上劫掠集团。⑤ 同时，其他口岸的中外暴力冲突，多起于治外法权引发的司法纠纷，但并未演

变为结构明确的跨国对抗。相较之下，宁波远离英美海军主力，且浙洋港汊纷歧、防务空虚，逐渐成为海上

劫掠者避风港，最终发展为唯一孕育跨国性海上劫掠集团的通商口岸。广艇和葡萄牙老闸船势力据此扎根宁

波，吸引大批国际冒险家汇聚，并围绕护航和劫掠展开持久博弈。值得强调的是，老闸船护航权的确立与广

艇招抚前后的表现，不仅反映鸦片战争后浙江水师的虚弱，也揭示出国家力量与非官方武装关系的复杂性。

穆黛安 （Ｄｉａｎ Ｍｕｒｒａｙ）对 １９世纪初中国海盗的研究，倾向将招抚视为单一安抚策略，仿佛 “盗”与 “官”

的身份转换一经招抚即告确定，未能揭示招抚后武装集团仍长期处于 “亦官亦盗”状态的复杂性。本文进一

步指出，这种双重身份不仅贯穿于广艇被招抚后的实践，更深刻影响宁波沿海社会秩序与海上权力格局。随

着布兴有部的崛起，绿营水师在浙洋事实上被边缘化，两大船帮武装集团遂获得更大活动空间。这一海上权

力格局的转移，正是宁波发展为跨国暴力冲突核心地带的重要前提。

尤为关键的是，宁波跨国暴力冲突的案例揭示了一套在早期通商口岸中外互动中，基于地方实践生成的

隐性应对机制。一方面，英美法虽未在宁波常驻兵舰，却能通过领事官员施加 “间接影响”，有效干预冲突

的形式、烈度乃至终结方式；另一方面，冲突双方成员高度国际化亦迫使英美领事在地方实践中摸索出一套

识别、管理外国人身份的措施，并在局势恶化时主动启动退出机制，以避免宁波白人居住地卷入冲突。与此

同时，掌握 “夷务”解释权的宁绍台道等地方官员，则通过信息控制、淡化和重塑等方式，将中外冲突限定

在地方层面，以规避皇帝问责和引发更大外交风波。１８５４年与 １８５７年两次冲突中，地方官员的不同叙事策
略，正充分说明此层思路。１８５４年葡萄牙兵船炮击宁波城，冲突难以完全隐去，但最终仍以葡人 “卑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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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宁波夷务均已服帖”为由将冲突草草带过；而 １８５７年冲突虽规模更大，但未波及城内，段光清遂将其
定位为 “粤人”和 “西夷”之争，有意将其从地方历史叙述中抹去。① 上述隐性互动机制虽未见于领事规章

和官方奏折，却共同构成宁波在早期条约制度实践中极具特色的弹性应对模式。

此外，宁波的案例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早期条约制度弹性的理解，也为全球史和地方史书写提供了双重启

示。从全球与地方互动的情境出发，宁波案例表明，船只和船员的国籍归属并非完全依赖含糊的条约文本，

而是通过具体实践来确认。暴力冲突的处理往往由领事官员、地方官员和跨国武装集团之间的协商和博弈所

决定，其应对方式具有高度策略性，操作手段也常溢出条约范围。此点在广艇与老闸船的冲突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与此类似的 “亚罗号事件”常被学界从法律史视角探讨船籍与国旗问题，却忽视了事件的实际运作逻

辑，陷入 １９世纪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框架。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在打击华南海上劫掠群体
上存在共同诉求，因而常以违背条约却更有效的合作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在此背景下，“亚罗号”是否拥有

英国籍船长、是否悬挂英旗，均不妨碍时人在实践中将之视作中国船只的事实。② 宁波案例提醒我们，１８４３—
１８６０年间的条约制度，是在暧昧而灵活的地方实践中逐渐成形的，其运行逻辑远非简单诉诸条约文本或国际
法所能厘清。唯有至 １８６０年以后，列强再度以武力迫使清廷签订新一轮不平等条约，中外沟通渠道才制度性
地从 “地方”转向 “国家”，条约解释权亦由中文语境转入西方国际法框架，早期通商口岸中存在的弹性和

模糊空间最终崩解。总之，从宁波出发考察早期通商口岸的跨国暴力冲突，不仅有助于揭示条约制度实践中

的地方动力与灵活机制，更助于阐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如何与地方历史紧密交织的。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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